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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政策与企业家创业精神

曹希广　邓　敏*

内容提要　本文在理论分析电子商务影响新企业进入内在机理的基础上，

借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探讨了电子商务政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电商示范城市

试点政策能显著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且该效应具有一定持续性。机制检验结

果表明，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融资便捷机制、市场准入扩大机制、多

样化配套服务机制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增加城市创业活动。异质性分析表明，

电商示范城市的创业效应主要在南方地区、市场整合程度强、营商环境良好的城

市样本中更为显著，且不同类型行业的政策效应程度不同。此外，电商示范城市

试点政策促进创业活动增加主要依靠创造效应而非邻近城市的转移效应。本研

究结论对政府相关电商政策推广和电商赋能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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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创业精神是最基本、最突出的企业家精神（Knight，1921； Djankov et al.，2006）。

学者们将这种精神称为企业家创业精神，其主要指建立新企业的行为（李宏彬等，

2009；Ghani et al.，2014）。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是提升市场活力、带动就业、促进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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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双循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熊彼特（Jospeh A. Shumpeter）认为企业

家成群成批出现是经济繁荣的唯一原因。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弘扬企业家精神，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①。然而创业并非易事，创业活动往往伴有较高风险性、不确

定性以及资金约束（白俊红等，2022），使创业者望而生畏、顾虑重重。因此，如何有效

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以促进市场竞争、产生“创造性破坏”以及保障充分就业，进而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之一。

已有研究表明，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降低企业的创业成本是激发企业家创业精

神的关键（Klapper et al.，2006；杜运周等，2020）。而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与

普及，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数字经济改变了创业环境，提升了创业资金的可获得性。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数字化技术水平与应用能力不断提高，电子商务持续繁

荣，2023年网上零售额达到 15.42万亿元，比 2022年同比增长 11%，连续 11年蝉联全

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②。当前，电子商务赋能产业发展，实现触“网”蝶变成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尤其是电子商务，已逐渐成为创业活动的重要支

撑。随着电子商务在各个领域的迅速渗透与深度应用，极大转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消费和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刘乃全等，2021），一是打破交易的地域和时间限制，减少

产品交易环节，扩大了市场规模；二是依托大数据赋能，应用新型工业互联网电子商

务模式，合理制定生产经营计划，能快速响应市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实现柔性化生

产；三是降低了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资金可获取性，缓解融资约束。总而言之，

电子商务发展带来的市场交易成本、信息与资金获取成本及信息不对称的降低，多样

化市场需求的增加，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企业经营管理效率的提升等优势为企业家

提供了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更低的生产经营成本。George et al.（2016）与秦芳等（2022）
也认为电子商务的繁荣发展会使创业环境变得更加活跃，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创业

机会。中国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与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为完善电子商务

发展的环境与秩序，推动电商健康快速发展，自 2009 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后文简

称发改委）、商务部等部委联合实施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将深圳市

作为第一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2011年及以后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政策试点

开始逐步、逐批向其他的城市进行推广，该试点政策的实施范围持续扩大。2015年国

务院发布的《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提出，要依托国家

①　资料来自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②　资料来自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xwfb/xwsjfzr/202401/202401034675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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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激发电子商务创业活力，通过电子商务和其他实体经济的深

度融合，形成促创业、稳就业和改善民生服务的关键平台。综上初步表明，电子商务

政策带来的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提升或许能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和更低的创业成本，

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促进创业活动的增加。

本文主要与以下文献相关：第一类聚焦电子商务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这类文

献主要讨论电子商务发展对居民消费（孙浦阳等，2017）、居民收入（邱子迅和周亚

虹，2021）、地区经济增长（Lund and McGuire，2005；张俊英等，2019）、贸易（Gessner 
and Snodgrass，2015；李小平等，2023）、就业（Qi et al.，2019；胡拥军和关乐宁，2022）、

环境改善（Sivaraman et al.，2007）以及企业生产经营（祁怀锦和于瑶，2021）的影响。

少数与本文较为相关的文献探讨了电子商务发展对创业活动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

利用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经验检验了电子商务发展与创业（是否自我雇佣）之间的关

系（王金杰等，2019；Mei et al.，2020；秦芳等，2022）。但现有研究均未提供系统的理

论分析框架，既有关注电子商务与创业关系的研究普遍存在一个量化识别难题，即

二者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尤其是存在同时影响电子商务发展和创业活

动的混杂因素，这使得难以识别二者之间的因果效应，这意味着已有文献提供的经

验证据更多的是相关关系。第二类文献是对电子商务政策效应的评估。经验表明，

电子商务扶持政策的实施与推广是促进中国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重要手段，尤其是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电子商务扶持政策和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探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电子商务政策的效应

评估，相关评估研究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政策对乡村振兴（王奇等，2021）、地区就业

（谢文栋，2023）、绿色发展（刘乃全等，2021）以及企业税负（张乾等，2022）的影响。

然而，鲜有研究针对电子商务政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进行系统的理论与经验

研究。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构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借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

市建设带来的政策冲击，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识别电子商务政策对企业家

创业精神的影响及背后的作用机制。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分批次逐步推广

的特点为本文利用多期 DID 方法识别电子商务政策与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因果关系

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使经验研究结果更加可信。通过理论分析和量化评估电子商务

政策的创业效益对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兼具重要的学术价

值与现实意义。

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从城市电子商务扶持政策视

角，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激发效应与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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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问题的探讨源于当前中国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及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阶段背景。本研究扎根中国的电子商务政策的实践与事实，既有效补充

了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又丰富了电子商务政策经济效应评估的相关研究。第

二，通过对Cullen and Gordon（2007）的社会个体创业选择模型进行拓展，构建了包含

电子商务发展的新企业进入模型，并着重拓展分析了在存在信贷约束情况下，电子商

务发展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以更好地阐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

点政策影响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内在机理，从而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然后利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这一外生冲击，运用多期DID、工具变量法和合

成控制法等内生性分析法识别了电子商务政策与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因果关系和影响

机制。第三，创新性地通过对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是源

自创造效应还是邻近城市的转移效应进行了检验，以识别该电子商务试点政策是否

存在真实的创业增量。本研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①的背景下，本研究揭示了

电子商务政策对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的重要作用，为政府和决策部门加强国家电商

示范城市建设，以电子商务赋能产业发展、激发创业活力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经

验证据。

二　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电子商务作为电子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新型商业活动，逐渐成长为拉动经济的

新增长点，推动着各地区经济的转型发展，越来越受到中国各级政府的重视。然而，

随着中国电子商务应用的不断普及，业务规模迅速增长，服务范围不断扩大，也逐渐

暴露出一些发展上的问题。如交易与信息的安全、电信体制的垄断、规范标准约束、

物流体系不健全、专业人才保障以及制度环境较不完善等，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电子商

务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层面为完善电子商务发展秩序，营造良好发展环

境，推动电子商务的健康迅速发展，商务部和发改委等部门开展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

城市的创建工作。2009年，深圳市被批准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

随后其积极发挥自身作为特区的优势，以完善电子商务支撑体系为重点，积极开展示

①　资料来源于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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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城市的相关创建工作，在优化电子商务市场和制度环境方面率先垂范、先行先试，

电子商务在深圳得到了较快发展。在深圳市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商务部与发改委将

示范城市试点进行了更大范围地推广。2011年 3月，发改委和商务部等多部委共同

出台了《关于开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后文简称指导意

见），确定了加快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这一核心目标。同年，北京市、上海市、宁波

市和青岛市等 22个城市也被批为国家电商示范城市；之后，遵循“试点先行，逐步推

广”的原则，分别在 2014和 2017年又分批次批复了若干电商示范城市，至此，共有 70
个城市成为国家电商示范城市。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创建的核心目标在于着力解决电子商务发展中的突

出矛盾与问题，努力营造电子商务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其健康快速发展，成为企业

拓市场、降成本的新渠道，以及城市优化产业结构与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手段。政府开

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逻辑在于通过战略统筹、规划引导、法规制度体系建设

与相关政策配套等举措，在部分城市建设有助于电子商务发展的良好环境，同时可以

对相关政策、法规的有效性进行验证；经过局部地区的先行先试，取得示范城市的经

验，并据此制定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律法规与配套制度政策，然后在更大范围进行

推广。

通过实施国家电商示范城市试点创建工作，一方面可以有效探索促进电子商务

发展的改革实践经验，推动电子商务健康迅速发展并发挥电子商务在城市其他方面

的引领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将建设电商示范城市作为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培育经

济增长的新动力、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现代市场和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

国家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的时间差异以及处理组城市与控制组城市间的差异为本

文识别城市电子商务政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净效应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分析的

条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理论分析部分，我们从 3个维度对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如何影响企业

家创业精神的理论机制进行分析，即融资便捷机制、市场准入扩大机制及多样化配套

服务机制。其中，融资便捷机制分析主要借鉴Cullen and Gordon（2007）的研究框架，

构建了包含电子商务发展的企业家个体创业选择模型，进而揭示电子商务政策影响

企业家创业精神的理论机制。

1. 基本模型设定。假设 1个社会个体拥有的劳动总时间为 H，资金总量为 A，其

创建新企业经营花费的时间为 HF，而作为劳动力从事其他工作的时间为 H0=H-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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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时间的工资率为 w ①，所获收入为 wH0。该社会个体创业获得的利润可以表

示为：

π ( ε͂ ) = f ( )a (ec )wHF，L，K；s (1 + sε͂ ) - wm L - Vec - ψ ( )K > A rloan ( K - A) （1）
其中，a为个体的企业经营能力参数，而 ec为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在生产

函数 f（·）②中引入电子商务发展用于反映其对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提升作用，从而促进

企业生产（张小蒂和曾可昕，2014）；a（ec）wHF表示了个体的企业经营能力与创业付出

对生产力的影响。L为以工资率 wm雇佣的劳动力投入。K 为投入创业活动的资本。

随机变量 ε͂服从N（0，1）分布，s表示该随机变量的标准差且直接进入生产函数（反映

创业风险程度），用以捕捉市场均衡中创业活动的风险，风险越大收益越高。Vec表示

企业使用电子商务付出的费用③。ψ（·）为示性函数，当K≤A时，ψ（·）=0，此时企业家

将未投入创业活动的资金（A-K）进行资产投资（如储蓄）获得利息收入 r（A-K），r为名

义利率；当K >A时，ψ（·）=1，此时企业家向银行机构借贷融资并且会受到一定的信贷

约束④，所借贷的资金（K-A）需要支付的贷款利率为 rloan（rloan>r）。

如果个体创业要进行借贷融资，由于新建企业往往存在较高的风险，假定银行机

构会根据新建企业预期收入的一定比例（φ∈［0，1］）设定贷款上限，那么相应地，创业

企业面临的来自银行机构的借贷资金约束可以表示为：

K - A ≤ φ (ec ) [ ]f ( )a (ec )wHF，L，K - wm L - Vec  (1 + rloan ) （2）
其中，φ（ec）越小说明新建企业面临的借贷资金限制越大，同时满足φec = dφ/dec > 0，

即电子商务发展越好，银行机构对企业的贷款比例越高，企业面临来自银行机构的借

贷限制越小⑤。银行机构还会根据企业风险程度大小制定相应的贷款利率。我们假

定 rloan = r + σ（s） 和σs>0，即企业的风险程度越大，其借贷成本越高。

2. 效用最大化分析。创业个体在上述约束条件下，通过选择HF和K最大化预期

效用，为简化分析，我们假定效用仅取决于收入的均值与方差，即：

max
HF，K

EU ( I͂ ) = E( I͂ ) - 1
2 ( )β

wH var ( I͂ ) （3）

①　反映了社会个体创业需投入劳动时间的边际机会成本。

②　生产函数 f（·）需满足：fH > 0，fHH < 0；fL > 0，fLL < 0；fa > 0，faa < 0；aec = da/dec > 0。
③　例如，付出的电商平台费和会员费等（赵岳和谭之博，2012）。

④　包括银行提供贷款资金的限制和索取的贷款利率（借贷成本）。

⑤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应用，减少了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不再单纯依靠抵质

押物和担保发放贷款，提高了贷款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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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 为风险偏好参数①（β>0）。 I͂ = wHo + [ ]1 - ψ ( K - A) r ( A - K ) + π ( ε͂ ) 为
创业个体的收入；var ( I͂ ) = E [ ( I͂ - E( I͂ ) ) 2 ] = E [ ( sf (·) ε͂ ) 2 ]表示收入的方差；E为期望算

子，E( I͂ ) 表示期望收入，
1
2 ( )β

wH var ( I͂ ) 用于表示风险溢价。然后我们进行最优化问题

的求解，根据创业个体是否存在信贷约束，分为两种情况：

当K≤A时，

w < a (ec ) fH w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1 - βcov ( )I͂

wH，sε͂ （4）

r < fK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1 - βcov ( )I͂

wH，sε͂ （5）
当K >A时，

w < a (ec ) fH w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1 - βcov ( )I͂

wH，sε͂ + λφ (ec )
1 + rloan

（6）

0 < fK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1 - βcov ( )I͂

wH，sε͂ + λφ (ec )
1 + rloan

- rloan - λ （7）
其中，协方差可以反映对风险溢价的衡量。λ 为信贷资金的影子价格②。（4）和

（6）式的左边式子衡量了社会个体从事其他工作（非创业活动）单位时间的收入，而右

边衡量了作为企业家从事创业活动单位时间收入的确定等值。显然，右边式子的值

越大，意味着社会个体进行创业劳动时间的边际收益越大，便越倾向于进行创业活

动。（5）式的右边越大，意味着利用自有资金从事创业活动获得的边际回报越高，也越

倾向于创业。（7）式意味着若社会个体使用自有资金和借贷资金从事创业活动获得的

边际收益越大，其越倾向于进行创业活动。

我们主要通过（4）-（7）式讨论电子商务发展对社会个体创业选择的影响。第一，

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越高，越利于提升企业家的经营能力（da/dec>0），促进社

会个体进行创业活动（a（ec）wfH反映了该影响），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第二，当存在

信贷约束（K >A）时，（6）和（7）式表明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银行机构放

宽借贷资金限制（dφ/dec>0），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λφ（ec）

反映该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合理的推论是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的

①　即指绝对风险厌恶系数。

②　由于信贷资金属于稀缺资源，根据互补松弛定理条件，影子价格必大于0，即λ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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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带来的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提升会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增加创业活动。第三，基

于上述模型中关于银行机构参与的信贷约束机制分析，我们认为国家电商示范城市

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电子商务与数字化技术发展“赋能”传统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更高

效地挖掘、集中化处理大量的信息数据，降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Lin et al.，
2013；宋敏等，2021），提高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无疑会提升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

业金融可及性，缓解企业在创业过程中的融资约束，促进创业活动的增加。综上，我

们提出本文假说1和2。
假说 1：国家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可以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增加城市创业

活动。

假说 2：国家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降低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提高

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供给与金融服务可及性、便捷性，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激发

企业家创业精神，增加城市创业活动。

3. 风险投资进入的机制分析。为简化分析，假设当企业存在信贷约束（K >A）时，

为筹集创业资金引入风险投资弥补创业资金的短缺，而不是通过向银行机构借贷资

金。这种情况下社会个体创建新创业所获得的利润为：

π ( ε͂ ) = f ( )a (ec )wHF，L，K；s (1 + sε͂ ) - wm L - Vec （8）
假定创业个体在利润分配后的收入为：

I͂R = wH0 + π ( ε͂ ) - ζπ ( ε͂ ) （9）
其中，ζ表示风险资本家与企业家通过订立契约规定的平均资本利得提成①比例

（利润分配比例）。同样的，企业家在上述约束条件下，通过选择HF和K来最大化预期

效用，即：

max
HF，K

EU ( I͂R ) = E( I͂R ) - 1
2 ( )β

wH var ( I͂R ) （10）
然后进行最优化求解，可得：

w < a (ec ) fH w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1 - ζ̂ - sE ( )ε͂ζ - βcov ( )I͂

wH，sε͂ ( )1 - ζ （11）

0 < fK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1 - ζ̂ - sE ( )ε͂ζ - βcov ( )I͂

wH，sε͂ ( )1 - ζ - λ （12）
其中，（11）和（12）式的右边式子值越大，意味着社会个体进行创业劳动时间和资金投

①　风险投资的回报便是资本利得提成（carried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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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边际收益越大，便越倾向进行创业活动。在（11）和（12）式中，ζ̂ = Eζ - βcov ( )ζ， I͂R

wH

为风险溢价调整后的风险投资预期资本利得提成比例。sE ( )ε͂ζ 反映的是风险投资的

风险补贴效应，尤其对于具有较高风险的初创企业，当出现随机收益 ε͂为负时，该项

反映由于风险投资的存在，为企业提供了补贴，从而促进创业活动的发生。

βcov ( )I͂
wH，sε͂ ( )1 - ζ 刻画了对所需风险溢价的影响，由于企业家与风险资本家共同

分担风险，因此可以反映风险投资的风险分担效应，即企业家可以将部分风险分摊给

风险资本家，自身承担的风险便可以下降，那么就可以承担风险更大的创业项目，激

发企业家创业精神，促进创业活动发生。Samila and Sorenson（2011）也认为创业本身

是一种投资较高风险较大且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活动，风险投资的支持有助于创业项

目的启动与开展。

此外，从上述模型可知，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家经营能力增加企业

利润，而企业利润增加意味着风险投资的整体回报增加，因此电子商务发展好地方更

有利于吸引风险投资进入企业。而且电子商务从诞生以来一直是风险投资热衷的投

资对象，其迅猛发展的背后也离不开风险投资的贡献。故而，可以推知国家电商示范

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完善电子商务基础设施、交易保障设施和政策环境等支撑体系在

促进城市电子商务发展同时，带来了较大的市场增值机遇，意味着高额的投资回报预

期，从而吸引风险投资的进入与集聚。同样基于上述模型分析可知，风险投资引入会

激发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促进创业活动的增加。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假说3。
假说 3：国家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促进风险投资进入与集聚缓解企业

融资约束和提升风险承担能力，从而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增加城市创业活动。

另外，国家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除通过以上的融资便捷机制外，还会通过市场

准入扩大机制与多样化配套服务机制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增加城市的创业活动。

第一，市场准入扩大机制。电子商务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打破空间壁垒，扩大市场

可达性（Visser and Lanzendorf，2004； Kiveu and Ofafa，2013）。国家电商示范城市试点

政策带来的电子商务发展会加速城市间的信息交流，降低搜寻成本和要素流通成本，

提升市场可达性即市场准入。而市场准入的扩大有助于为企业在产业上下游中的采

购、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Davis and Weinstein，2001），使

企业获得更多市场信息、加强供应链参与者的联系以及创造与发展新的投资机会，进

而增加城市创业活动（Kiveu and Ofafa，2013；倪鹏途和陆铭，2016；Shelt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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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niti， 2018）。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假说4。
假说 4：国家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扩大市场准入激发企业家创业精

神，增加城市创业活动。

第二，多样化配套服务机制。电子商务的发展极大丰富了生产要素投入的种类

和规模，尤其是信息、知识等投入要素的重要性不断提高。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

业生产的中间投入（丁博等，2019），是制造业服务功能外包发展出来的产物，具备了

信息、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高密集性与产业关联性强的特点，其产品以无形的数字

化信息和知识为主。因此，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电子商务的应用。

国家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带来的电子商务发展大大降低了地理空间距离的重要

性，不同地区的市场需求能通过电子商务进行贸易得到满足。对生产性服务业而言，

价值链的碎片化生产更容易在该产业部门中实现，使各类生产性服务业也更倾向于

集聚在电商发展水平高的城市（Duranton and Puga，2005）。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

集聚会为初创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配套服务，包括市场、知识以及管理信息等服务，既

可以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Malone et al.，1989；冯泰文，2009），又有助于催

生新的想法与创业机会，从而增加城市的创业活动，激励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张萃，

2018；Tavassoli et al.，2021）。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假说5。
假说 5：国家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供多样化配套服务激发企业家创

业精神，增加城市创业活动。

三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考察城市电子商务政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本文以国家电商示范城市

试点获批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借鉴曹希广等（2022）的研究，采用多期DID模型识别电

子商务政策与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因果关系。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CEAit = α0 + α1 NEDCit + γControlit + μi + υt + ϑit （13）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CEA表示企业家创业精神；NEDC为本

文关注的国家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的代理变量；Control为一系列城市层面的控制

变量，加入控制变量的目的在于弱化遗漏变量等内生性的干扰；μi为城市固定效应，υt

为年份固定效应；ϑit为随机扰动项。本文主要关注系数α1，其捕捉了城市电商政策对

企业家创业精神产生的因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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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1.变量的选取。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家创业精神（CEA），参考毛文峰和陆军

（2020）的方法，采用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龙信数据研究院联合编制的“朗

润-龙信创新创业指数”①体系中的新建企业数量指数衡量，该指标可以较好地反映

企业家创业精神，因为企业家创业精神主要指创业者根据自己的新想法与努力工作

建立新企业（例如新公司的成立）。本文还参考周小虎（2018）与叶文平等（2018）的做

法，采用城市每万人中新建企业数量和每平方公里内新建企业数量作为替换指标进

行稳健性检验。

核心解释变量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虚拟变量（NEDC），当某城市获批国家电

商示范城市试点当年和以后年份取值为 1，否则为 0，它是城市分组虚拟变量与政策

实施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②。

此外，对于控制变量，本文根据现有研究控制了其他影响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城市特

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pergdp）、产业结构（IS）、人口密度（pop_d）、外商直接投资（fdi）、城

市化率（urbanr）、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人力资本（hum_cap）、政府财政支出（gov）、城

市公共服务（pub_serv）、基础设施水平（infra）和“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broadband）。

2.数据来源说明。本文以 2005-2018年中国 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为研究

对象。目前为止共有 70个城市获批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各试点城市的获批时

间和具体细节来自发改委、科技部网站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政府网站和媒体报道。

城市创业数据主要来自《朗润龙信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 2019》，其中的新建企业数

量指数基于全国工商注册企业信息数据计算得到，此数据来自企查查数据库，具体包

括企业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法人代表、注册地址、经营范围、所属行业等企业信

息。其他控制变量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EPS数

据平台）及中国经济数据库（CEIC）等。

表 1列出了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 Panel B 对处理组城市与控

制组城市两组样本的企业家创业精神进行了 T值检验。结果显示，电商示范城市的

企业家创业精神要显著强于非电商示范城市，初步表明电商示范城市的企业家创业

精神相对更强。

①　《朗润龙信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2019》。
②　由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是在 2009-2017年期间分批次批复的，所以不同电商示范城市的时间虚拟

变量不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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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Panel A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CEA

NEDC

pergdp
IS

pop_d
urbanr

hum_cap

gov
fdi

finance

pub_serv
infra

broadband

Panel B　电商示范城市和非电商示范城市的新建企业数量比较

变量

CEA

变量定义

新建企业数量指数/100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虚拟变量，
试点城市批准当年及以后为1，否
则为0
人均GDP的对数

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城市每平方公里人数的对数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的
比重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

实际利用外资与GDP的比值

城市年末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余额与
GDP的比值

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城市人均道路面积的对数

“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虚拟变
量①，试点城市批准当年及以后为1，
否则为0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均值

0.8683

样本量

3990
4018
4002
4002
4000
3934
3988
3993
3786
4000
3994
4002
4018

非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均值

0.4474

平均值

0.5257
0.0911 

10.3059
2.2484
5.7262
0.5154
0.0169
0.1744
0.0202
2.1778
3.5628
0.9939
0.1070

标准差

0.2830
0.2878 
0.7586
0.1433
0.9360
0.1551
0.0232
0.1007
0.0209
1.1531
0.4602
1.2873
0.3092

最小值

0.0205
0

4.5951
1.8312
1.5475
0.1366
0.0001
0.0353
0.00001
0.5081

-0.0182
-6.0393

0

T值检验

0.4209***

最大值

1.0000
1.0000

13.0557
2.8059
9.9839
1.0000
0.3502
1.0268
0.2100

14.8211
5.3097
5.9350
1.0000

说明：*、**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本文采用徐德云（2008）的产业结构升级

指数来测度 IS。

四　经验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为识别国家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家创业精神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对基

准模型（13）进行经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2。表 2在控制城市与年份固定效应的同时

纳入了其他控制变量，第（1）列的标准误聚类在城市层面；第（2）列的标准误聚类在城

①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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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年份层面；第（3）列采用的是城市和年份双向聚类的稳健标准误；而第（4）列采用

的是 Driscoll-Kraay 标准误（Driscoll and Kraay，1998）。结果显示， NEDC 的估计系数

均显著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家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激发了

企业家创业精神。以上结果初步验证了前文假说 1成立。此外，根据控制变量回归

结果可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城镇化水平、政府财政支出、金融发

展水平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提升对城市创业活动均存在显著促进作

用，这与现有研究（Ma et al.，2021；万海远，2021）的结论基本一致。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NEDC

pergdp

IS

pop_d

urbanr

hum_cap

gov

fdi

finance

pub_serv

infra

broadband

常数项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0.0171**

（0.0078）
0.0858***

（0.0181）
0.1912***

（0.0559）
0.0812***

（0.0180）
0.2687**

（0.1186）
0.0761

（0.1785）
0.1930***

（0.0668）
0.1357

（0.1347）
-0.0048

（0.0050）
0.0658***

（0.0159）
-0.0009

（0.0053）
0.0104

（0.0082）
-1.6387***

（0.2957）
控制
控制
3699

0.9432

（2）
0.0171***

（0.0044）
0.0858***

（0.0106）
0.1912***

（0.0357）
0.0812***

（0.0121）
0.2687***

（0.0630）
0.0761

（0.1155）
0.1930***

（0.0501）
0.1357

（0.0903）
-0.0048

（0.0039）
0.0658***

（0.0098）
-0.0009

（0.0037）
0.0104**

（0.0049）
-1.6387***

（0.1554）
控制
控制
3699

0.9432

（3）
0.0171*

（0.0091）
0.0858***

（0.0286）
0.1912***

（0.0597）
0.0812***

（0.0182）
0.2687*

（0.1446）
0.0761

（0.1636）
0.1930***

（0.0620）
0.1357

（0.1882）
-0.0048

（0.0054）
0.0658***

（0.0146）
-0.0009

（0.0055）
0.0104

（0.0082）
-1.6387***

（0.3454）
控制
控制
3699

0.9432

（4）
0.0171**

（0.0071）
0.0858***

（0.0260）
0.1912***

（0.0361）
0.0812***

（0.0120）
0.2687**

（0.1071）
0.0761

（0.0799）
0.1930***

（0.0378）
0.1357

（0.1779）
-0.0048

（0.0045）
0.0658***

（0.0059）
-0.0009

（0.0035）
0.0104*

（0.0051）
-1.4897***

（0.2216）
控制
控制
3700
—

说明： *、**、***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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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

本文运用DID方法对政策冲击进行有效评估的重要前提条件是在电子商务示范

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前，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变化趋势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没有显著

差异，即满足共同趋势假设。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检验，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CEAit = α0 + ∑
k≥-6，k≠-1

6+
ξk NEDCk

it + γControlit + μi + υt + ϑit （14）
其中，NEDCk为国家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前后的虚拟变量。设 τi为城市 i

获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实际年份，令 k = t - τi。当 k= -6，-5，-4，…，0，…，4，5，
6时，NEDCk=1，否则为0。在进行共同趋势与动态效应识别时，将试点政策前1年作为

基期。本部分重点关注的是系数 ξk，其刻画了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实施第 k年对企

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大小。

为更加直观地呈现共同趋势假设与动态效应检验结果，本文将（14）式估计得到的

NEDCk 系数和置信区间绘制在图 1 中。由图 1 可知，NEDC-6、NEDC-5、NEDC-4、

NEDC-3和NEDC-2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在获批示范城市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家

创业精神的变化趋势没有显著差异，满足共同趋势假设；动态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政策

实施当年及之后，NEDCk的

估计系数 ξk基本显著为正，

表明试点政策实施后可以

发挥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

的政策效应，具体而言，试

点政策实施当年和后1年短

暂产生了政策效应但仍未

稳定，该政策实施3年后，系

数 ξk显著为正且不断增大，

说明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

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促

进作用在长期中不断提升。

（三）工具变量估计

考虑到潜在的遗漏变量、逆向因果及测量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还采用工

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方法回归检验作为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办法。具体

地，本文采用明朝驿站（iv1_mingyz）与 1984 年各城市人均邮电业务量（iv2_1984post）

图 1　共同趋势假设与动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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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的工具变量。这两个工具变量是有效的：（1）就相关性而

言，明朝时期的驿站是古代邮驿运输系统，其与现代的通讯基础设施存在相关性，历

史上具有驿站的地区往往对应着当代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良好，物流服务较发达及电

子商务发展较好的地区，这样的地区或城市也更可能获批为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故

而，满足相关性条件。邮电通信业务是传统商务交易活动的主要工具，而电子商务则

是以网络通讯技术为手段，对传统商业活动进行电子化数据化的产物，邮电通信较多

的地区往往也是电子商务发展较好的地区，也更可能成为政策试点。因此，将历史上

的人均邮电业务量作为试点政策的工具变量也满足相关性条件。（2）就外生性而言，

明朝的驿站与 1984年人均邮电业务量作为历史数据，都难以对当前企业家创业精神

产生影响。所以这两个变量均符合外生性条件。相对于电子商务发展和数字技术变

革，明朝的驿站与邮电业务数量对于当前的城市创业（新建企业）活动已失去影响。因

此，在控制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城市化率以及基础设施等变量

后，本文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外生性条件的。此外，鉴于两个变

量都是截面数据，不能直接当作工具变量应用于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中，参考

Duflo and Pande（2007）与刘乃全等（2021）的做法，本文以两个变量分别与时间变量的

交互项作为政策变量的工具变量。

表 3报告了电商示范城市政策影响企业家创业精神的 2SLS估计结果，第（1）列为

工具变量回归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无论纳入控制变量与否，两个工具变量

iv1_mingyz和 iv2_1984post与试点政策变量都是高度相关的，同时Kleibergen-Paap LM
与 Kleibergen-Paap Wald F 检验也证明本文所选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与弱识别问

表 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2SLS）

变量

iv1_mingyz

iv2_1984post

NEDC

控制变量
Kleibergen-Paap LM

Kleibergen-Paap Wald F
Hansen J 检验

样本量

（1）
第一阶段回归

0.0136***

（0.0022）
0.0080***

（0.0016）

控制
61.798***

31.703
3030

（2）
第二阶段回归

0.1938***

（0.0476）
控制

0.2978
3030

（3）
排他性检验

0.0020
（0.0013）

0.0148*

（0.0078）
控制

3699

（4）

0.0008
（0.0013）

0.0151*

（0.0083）
控制

3030
说明：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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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第（2）列为工具变量回归第二阶段的结果，从中

可知，NEDC的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为进一步证明我们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满

足外生性条件的，本文借鉴田鸽和张勋（2022）的方法，将电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与工

具变量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第（3）和（4）列。结果显示，电商示范城

市试点政策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而工具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表明工具变量只能通过

影响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进而影响企业家创业精神，满足外生性条件。以上工具变

量估计结果说明，在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基准回归所得结论依然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为确保估计结果并非偶然因素导致，即政策效应是真实有效的，

本文采用置换检验法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具体地，我们从全部城市样本

中随机抽取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相同的城市样本数目，得到随机的“伪”政策处

理组，然后构建出“伪”政策变量NEDCplacebo重新进行估计。本文利用蒙特卡洛模拟将

以上随机试验重复进行 500 次，相应获

得 500 个“伪”回归系数，这 500 个“伪”

回归系数的核密度和 P 值分布见图 2，
如图可知，500 次随机处理所得估计系

数主要集中在 0 值附近，而真实政策效

应的系数与随机处理所得估计系数结

果存在明显差异，说明随机设置电子商

务示范城市并没有政策效应产生，验证

了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处理组的

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正向影响真实存在，

本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2.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估计。为避免由于样本选择偏差导致回

归结果产生偏误，本文采用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先采用PSM法为处理组

匹配更加合适的控制组样本，具体以前文基准模型中的控制变量预测城市成为试点

城市的概率（Logit 估计），同时利用核匹配、1∶1近邻匹配和卡尺匹配方法为处理组样

本匹配控制组，筛选并保留与处理组在政策实施前尽可能没有明显差异的最优控制

组①。然后，本文利用DID方法重新估计国家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家创业精

①　限于篇幅，未报告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详见本刊网站（www.jweonline.cn）本文补充材料附录1。

图 2　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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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因果效应，表 4第（1）-（3）列汇

报了 3 种匹配方法下的 DID 模型估

计结果，其中 NEDC 系数均显著为

正，这与基准估计结果的系数符号

和显著水平一致，证实了本文研究

结论的可靠性。

3. 合成双重差分估计。为验证

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采用

了 Arkhangelsky et al.（2021）提出的

合成双重差分（Synthetic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SDID）模型估计电商

示范城市试点政策的平均处理效

应，结果报告在表 5 中。SDID 模型

估计量既能适用于 DID 的使用场

景，又能适用于 SCM 的使用场景，

而且与传统的 SCM 类似，该模型不

需要满足共同趋势假设，通过引入

合适的个体与时间权重使得政策冲击之前控制组加权平均后的结果变量与处理组算

术平均后的结果变量在时间趋势上基本平行，进而保证所估计的结果具有较好的稳

健性。表 5结果显示，SDID模型估计的平均处理效应显著为正，说明电商示范城市试

点政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具有促进作用，与基准回归的结论一致。

4. 排除其他干扰性政策。考虑到电商示范城市政策实施期间还存在相似或相关

的其他政策改革，可能产生一定的叠加政策效应，导致本文估计结果受这些干扰因素

影响而无法识别出干净的因果效应。在本文样本期内除国家电商示范城市政策冲击

外，还存在国家创业型城市建设（曾婧婧和温永林，2021）、“一带一路”倡议（王春超和

尹蓉娟，2018）、高铁开通（Ma et al.，2021）以及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马述忠和郭

继文，2022），这些政策改革与基础设施完善也会对城市的企业家创业精神产生影响。

为控制同期其他政策的影响，我们在（13）式中纳入了以上 4个政策虚拟变量，回归结

果报告在表 6中。从中可知，在控制了其他政策冲击后，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企

业家创业精神仍存在显著正向激励作用，表明其他相关政策冲击并未影响本文因果

关系的识别。

表 5　　　SDID 估计的平均处理效应

变量

NEDC

控制变量

样本量

（1）
0.0186*

（0.0112）
控制

3668

（2）
0.0171*

（0.0094）
控制

3668
说明：第（1）列是基于Arkhangelsky 等(2021)方法的

估计；第（2）列是基于Kranz（2022）方法的估计。

表 4　　　　PSM-DID 的估计结果

变量

NEDC

常数项

控制变量

样本量

R2

（1）
核密度匹配

0.0203**

（0.0087）
-1.3109***

（0.3481）
控制

2130
0.9480

（2）
1：1近邻匹配

0.0219**

（0.0087）
-1.4056***

（0.3553）
控制

2264
0.9472

（3）
卡尺匹配

0.0214**

（0.0089）
-1.4249***

（0.3572）
控制

2229
0.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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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变量

NEDC

常数项

国家创业型城市政策

“一带一路”倡议

高铁开通

跨境电商综试区

控制变量

样本量

R2

（1）
0.0176**

（0.0078）
-1.6317***

（0.2943）
控制

控制

3699
0.9432

（2）
0.0213***

（0.0078）
-1.4491***

（0.2833）

控制

控制

3699
0.9439

（3）
0.0180**

（0.0078）
-1.6326***

（0.2965）

控制

控制

3699
0.9433

（4）
0.0159**

（0.0077）
-1.6411***

（0.2957）

控制

控制

3699
0.9433

（5）
0.0212***

（0.0079）
-1.4336***

（0.282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699
0.9441

5.其他稳健性检验。第一，更换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周小虎（2018）与叶文平

等（2018）的做法，采用城市每万人中新建企业数量的对数（CEA1）和每平方公里内新

建企业数量的对数（CEA2）①将基准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指标进行替换。第二，

控制城市行政级别的时间趋势项。考虑到电商示范城市当中有部分城市为省会城市

与副省级城市，因其行政等级的差异，本身会获得更多资源与政策的倾斜，随着时间

推移，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造成差异化的影响。为缓解估计的偏误，本文在基准

回归模型中控制了城市行政级别的虚拟变量②与时间趋势项的交互项。第三，剔除部

分样本。为缓解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与选择性偏误，我们剔除了北京、上海、广州与

深圳 4个城市的样本，因为这些超一线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与享受优惠政策等方面

与其他的城市有着明显的不同，故而将其从城市样本中剔除后再重新回归。第四，加

入基期控制变量的趋势项。本文参考 Angrist and Pischke（2009） 与陈诗一等（2021）
的做法，在（13）式中分别引入基期控制变量与时间趋势二阶多项式的交互项和控制

变量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前者用于缓解影响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其他因素随时

间变化而产生的估计偏误，后者用于检验控制变量是否有设定偏误。上述回归结果

显示，本文基准结果是相当稳健的③。

6. 合成控制法识别。相较于DID方法，合成控制法可以对若干控制组进行适当的

①　数据来自全国工商注册企业信息数据库。

②　若某城市为省会城市或副省级城市时，取值为1，反之为0。
③　限于篇幅，具体结果未报告，详见本刊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录2。



世界经济 *　2024年第4期　· 49 ·

曹希广　邓　敏

加权平均或线性组合，进而合成出一个更加合适的“反事实”控制组（Abadie and 
Gardeazabal，2003），其相比于存在非随机选择的控制组而言更有利于避免处理组和控

制组之间在政策冲击前本身存在的异质性问题，进而识别出政策冲击对处理组的真实

影响。但合成控制法只能针对单个处理组个体的结果变量进行合成。因此，本文主要

通过该方法确定电商示范城市政策是否对企业家创业精神存在真实的政策效果。我

们选取了一线城市的上海市、新一线城市的成都市和长沙市、二线城市的济南市和合

肥市、三线城市的芜湖市和赣州市①，作为处理组城市的代表，然后针对每个分析单位

分别利用从未获批电商示范城市试点的城市样本采用合成控制思路构造“反事实”控

制组，控制变量与（13）式相同。合成控制法的估计结果显示②，在政策实施之前，真实

和合成的处理组城市新企业进入的变化路径基本重合，表明合成的城市较好地拟合了

电商示范城市政策实施之前的真实城市新企业进入的变化路径。而在政策实施之后，

真实的处理组城市相比于合成的城市，其城市创业活动明显提升，这与基准回归结果

结论一致，即验证了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确实显著激发了企业家创业精神。

7. 考虑多时点 DID 的处理效应异质性。De Chaisemartin and D’Haultfoeuille
（2020）与刘冲等（2022）研究发现多期 DID模型有一个重要的潜在问题，即存在异质

性处理效应，本文中主要表现在不同时点接受政策冲击的组别上存在差异，这使得该

模型在识别政策效应时存在潜在估计偏误。因此，我们首先采用De Chaisemartin and 
D’Haultfoeuille（2020）多期DID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异质性处理效应稳健性的检验方法，

如果所得异质性处理稳健性指标接近 0，那么说明结果不稳健。通过对基准回归检

验，结果表明所有试点政策在各年的处理效应都为正且不存在负权重，异质性处理稳

健性指标约为 0.1，这说明异质性处理效应并未使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产生显著偏

误，验证了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此

外，我们还采用 Gardner（2021）的两阶段

DID 模型对（13）式重新进行估计，结果

报告在表 7 中。表 7 第（1）和（2）列结果

显示，在考虑了处理效应异质性后，

NEDC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这也验证

了本文估计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①　依据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2019年《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的城市等级划分。

②　限于篇幅，具体检验结果未报告，详见本刊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录3。

表 7　考虑多时点 DID 处理效应的异质性

变量

NEDC

控制变量

样本量

（1）
CEA

0.0208**

（0.0089）
控制

3700

（2）
CEA1

0.0778*

（0.0404）
控制

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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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作用机制检验

（一）融资便捷机制

为验证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融资便捷性这一机制发挥创业效应，即本

文假说2和3，我们仅需验证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融资便捷性的促进作用即可，关

于信贷约束或融资约束影响创业活动的内在机理在前文中已进行了理论分析，而且相

关研究已给出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和经验证据（Samila and Sorenson， 2011）。为验证假说

2，我们主要通过验证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降低银行和企业间的不对称性以及促进小

微企业贷款量实现。本文先借鉴于蔚等（2012）与宋敏等（2021）的方法构建信息不对称

程度的代理变量（AsyInfor），该指标的数值越大代表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严重，计算该指标

所需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囿于数据的可得性，仅能通过 2007-
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包括创业板和中小板）数据构建该指标和回归，利用该数据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验证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影响。具体

地，我们将信息不对称程度（AsyInform）作为解释变量，然后估计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

对其影响，结果报告在表8第（1）列。从中可知，试点政策NDEC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在政策实施后，电商示范城市相对于非电商示范城市的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程度得

到了显著降低。然后，我们借鉴Acemoglu and Restrepo（2020）与姜付秀等（2019）的思路

构造城市层面银行业金融机构给予小微企业的贷款供给量，计算公式为：

SMEs_loanit = ∑
g=1

G ( )branchgit

Tbranchgt
× SMEs_loangt （15）

其中，branchgit表示 t年第 g个银行在城市 i的分支机构数量，Tbranchgt表示 t年第 g

个银行在所有城市的分支机构数量总和，即Tbranchgt = ∑
i

branchgit。SMEs_loangt表示 t

年第g个银行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采用小微企业贷款的指标数据①反映融资约

束的缓解和融资的便捷性是由于小微企业往往存在抗风险能力差、融资担保缺乏②、

经营状况和财务信息不透明、行为不够规范以及融资规模小等原因，其融资成本普遍

高于大中型企业。因此，一个城市对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供给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该城市的融资成本在下降，融资更加便捷。计算该指标的数据一方面来自Wind数据

①　囿于数据可得性，该指标更多地反映的是城市层面小微贷款额的下限。

②　普遍缺乏足够品质的抵押品和难以向外寻求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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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中的各大银行历年的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数据

（2011-2018 年）；另一

方面来自中国银监会发

布的全国金融机构的金

融许可证信息数据库，

该数据包括了 1949 年

至今中国各大银行分支

机构的名称、机构编码、

所在地区和成立时间等

信息。

我们将城市层面银

行用于小微企业贷款额

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

量，然后估计电商示范

城市试点政策对其产生的影响，结果报告在表 8第（2）列。从中可知，NEDC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表明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小微企业贷款额的提升，意味

着企业创业经营的融资约束得到了一定缓解。

为验证本文假说3，我们将风险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该指标数据来自《朗润龙信

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 2019》中的风险投资指数，估计结果见表 8第（3）列。从中可

知，NEDC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政策实施后，电商示范城市相对于非电商示范

城市的风险投资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为验证此处DID结果识别的有效性，我们还

进行了共同趋势假设检验（见图 3），结果显示在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信

息不对称程度、小微企业贷款及风险投资水平的变化趋势都不存在显著差异，符合共

同趋势假设，说明DID估计的因果效应是有效的，所得结果可靠。以上结果证实了电

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有助于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提高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供给以及

风险投资进入实现融资便捷性机制。

（二）市场准入扩大机制

为验证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还可以通过提升市场准入这一机制发挥创业效

应，即本文假说 4，同样基于理论分析与已有研究（Kiveu and Ofafa，2013；Shelton and 
Minniti，2018），我们仅需证实该试点政策对市场准入的促进作用即可。本文参考张

表 8　　　　　　　　融资便捷性机制

变量

NEDC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信息不对称程度
（AsyInform）

-0.0528**

（0.0224）
5.1322***

（0.2495）
控制

控制

控制

20 997
0.1636

（2）
小微企业贷款
（SMEs_loan）

0.0159**

（0.0071）
4.2766***

（0.2209）
控制

控制

—

2067
0.9971

（3）
风险投资

0.0840**

（0.0418）
3.0316*

（1.5482）
控制

控制

—

3643
0.4172

说明：第（1）列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和城市层面的变量。企业层面

的变量有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负债率、是否国有企业、董事长与总经

理两职合一、独立董事人数在董事会中的占比、企业新增贷款、企业现

金流量以及资产报酬率；城市层面的变量有城市人口密度、基础设施

水平及外商投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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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融资便捷机制的共同趋势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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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婷等（2018）关于市场准入的测度思路，构建市场准入的测度指标，具体公式为：

MAi = ∑
j

GDPj

dθ
ij ⋅ e- ITi⋅ITj

（16）
其中，MAi代表城市 i的市场准入水平；dij 代表城市 i与城市 j间的铁路距离近似

值，具体采用两城市间直线距离的1.2倍衡量（Zheng and Kahn，2013），它是一个交通距

离矩阵；θ用以表征一个地区的生产率对其他地区的吸引产生的贸易流动，借鉴张梦

婷等（2018）与Lin（2017）的研究，将其取值为 3.6；GDPj为城市 j的GDP，用以表征该城

市的市场规模；ITi和 ITj分别表示城市 i和城市 j的互联网普及率，用以表征互联网应用

水平，我们采用归一化方法对

互联网普及率数据进行了标准

化处理，而 ( ITi·ITj )1/2 为两城市

互联网应用水平的几何平均

数，表示两城市间互联网交互

应用水平①，它是随互联网应用

水平变化而变化的矩阵。

表9第（1）列报告了城市市

场准入机制的回归结果，从中

可知，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

情况下，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

策对城市市场准入水平具有显

著促进作用，其估计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电商

示范城市政策实施后，提高了

城市的市场准入水平。并且处

理组和控制组的城市市场准入

在政策冲击前符合共同趋势假

设（见图 4）。以上结果证实了

市场准入扩大是电商示范城市

①　城市之间的互联网交互应用水平越高，那么城市间的实际贸易距离要小于地理上的交通距离，从而带

来更低的贸易成本和更高的市场准入水平。

表 9　市场准入机制和多样化配套服务机制检验

变量

NEDC

NEDC×ODIV

常数项

控制变量
样本量

R2

（1）
市场准入
0.5873***

（0.1343）

4.5371*

（2.6136）
控制
3622

0.9460

（2）
PSDA

0.0083**

（0.0038）

-0.2640***

（0.0740）
控制
3609

0.6163

（3）
CEA

0.0115
（0.0130）

0.0261**

（0.0126）
-1.0920***

（0.3680）
控制
1998

0.9501

图 4　市场准入的共同趋势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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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机制之一。

（三）多样化配套服务机制

为验证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多样化配套服务机制发挥创业效应这一

假说的成立，在理论分析和已有研究基础上（张萃，2018；Tavassoli et al.，2021），我们

仅需证实该试点政策对多样化配套服务的促进作用即可。本文构建了城市生产性服

务业多样化集聚指标，以该指标衡量城市的多样化配套服务，其数据来自历年《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具体借鉴Combes（2000）与韩峰等（2021）的方法，测算公式如下：

PSDAi = ∑
ρ

Qiρ

Qi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ï
ï

ü

ý

þ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1 ∑
η

é
ë

ù
ûQiη ( )Qi - Qiρ

2

1 ∑
η

é
ë

ù
ûQη ( )Q - Qρ

2 （17）

其中，Qiρ和Qi代表城市 i生产性服务业 ρ的从业人数和全部从业人数；Qiη代表 i城

市生产性服务业 η的从业人数，ρ≠η；Qη代表全部样本城市生产性服务业 η的从业人

数；Qρ为全部样本城市生产性服务业 ρ的从业人数；Q为全部样本城市的从业人数。

表 9第（2）列报告了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回归结果。从中可知，在控

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在 5%水平上显著促进了城市生产

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表明政策实施后，电商示范城市相对于非电商示范城市的生产

性服务业呈现更加多样化的集聚，可以为从事创业的企业家们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配

套服务。同时，处理组和控制

组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

集聚在政策冲击前符合共同趋

势假设（见图5）。

另外，我们还借鉴张传勇和

蔡琪梦（2021）的方法测度了城

市职业多样化指数①，该指数也

可以反映城市能提供的多样化

配套服务水平，然后据此将城市

样本分为职业多样化程度较低

①　ODIVi = 1 - ∑o=1
n T

2
io
，其中，Tio（o=1…n）为职业 o在城市 i所有职业中的份额，并且我们测算了该指数在

各城市的年均值。

图 5　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共同趋势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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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较高的城市，我们对应构造虚拟变量ODIV，当属于职业多样化程度较高城市时，ODIV

取值为1，否则为0。我们把交互项NEDC×ODIV引入（13）式中进行估计，结果见表9第

（3）列。从中可知，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于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激励作用在职业多样

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中表现出更强的影响效果。故而，上述结果验证了多样化配套服务

机制的成立。

六　创造效应抑或转移效应的讨论

根据前文研究，我们得到了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可以显著激发企业家创业精

神的结论。而示范城市中创业活动是来自本地从无到有的新企业创造还是源自邻近

城市的新企业迁移？若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的创业效应来自本地城市的创造，那

么该试点政策可以提升中国总体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倘若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在促进

本地创业活动增加的同时降低了临近城市的创业活动，那么该试点政策是否可以激

励企业家创业精神将不再明确。为考察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创业的影响究竟是

本地城市的创造效应还是邻近城市的转移效应，我们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CEAit = α0 + α1 NEDCit + ∑
D=50

350
δD NEDCD

it + γControlit + μi + υt + ϑit （18）
其中，NEDCD

it 为城市 i于 t年在不同地理阈值范围内是否有电商示范城市，若有

NEDCD
it 取值为1，否则为0。例如NEDC50为1，就说明在某年距离某城市50km以内有电

商示范城市。NEDC为本地城市是否为电商示范城市，也即设地理距离为 0km。其他

变量设定与本文基准模型一致。

图6报告了不同地理阈值下

（18）式中 NEDCit 和 NEDCD
it 的估

计系数及 95% 的置信区间。由

该图可知，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

策仅对本地城市的企业家创业

精神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对邻

近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不显著，

这表明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

促进城市创业活动增加主要依

靠创造效应而非邻近城市的转 图 6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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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效应，能有效地激发中国的企业家创业精神。

为进一步验证本地城市成为在电商示范城市后，相邻城市创业活动的转移效应

是不存在的。我们剔除电商示范城市的样本，构造电子商务示范型城市相邻城市的

虚拟变量 NEDC_Adjacent，当某城市的相邻城市（地理接壤）获批电商示范城市后

NEDC_Adjacent 取值为 1，否则为

0，然后将该变量作为新的核心解

释变量按照基准模型（13）式进行

估计①，结果报告在表 10中。从中

可知，NEDC_Adjacent 的估计系数

无论在经济意义还是统计意义上

均不显著，说明当本地区是非电商

示范城市时，相邻城市成为电商示

范城市并不会减少本地区的创业

活动，即不存在创业活动的转移

效应。

七　异质性分析

由于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经济基础、行业类型等因素的差异性，可能会使基础回

归结果外推有效性在不同类型的城市存在差异，为此本文从政策作用情景和行业类

型两方面进行异质性检验。

（一）政策作用情景异质性

1. 城市地理位置异质性②。为考察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

影响在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是否具有异质性，本文根据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秦岭淮

河线）将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地区划定为南方地区，具体包括江苏南部、

安徽中南部、浙江、上海、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广东、

海南等部分地区，其他地区为北方地区，并以此来构造南北地区虚拟变量（SouthYN），

当样本城市属于南方城市时，SouthYN 取值为 1，否则为 0。我们将交互项 NEDC×

①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

②　限于篇幅，相关异质性选择的具体原因详见本刊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录4。

表 10　　　　排除创业活动转移效应

变量

NEDC_Adjacent

常数项

控制变量

样本量

R2

（1）
0.0003

（0.0096）
-1.9326***

（0.3289）
控制

2967
0.9144

（2）
0.0003

（0.0052）
-1.9326***

（0.1735）
控制

2967
0.9144

（3）
0.0003

（0.0096）
-1.9326***

（0.3616）
控制

2967
0.9144

说明：第（1）列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第

（2）列为聚类到城市-年份层面的稳健标准误；第（3）列

为城市和年份层面双向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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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YN 加入（13）式中进行回归，结果汇报在表 11 第（1）列中。从中可知，NEDC×
SouthYN与NEDC均显著为正，表明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能同时促进南方和北方地

区的企业家创业精神，但该政策效应在南方地区城市中更加显著，意味着该试点政策

对南方城市的创业活动促进作用要优于北方城市。

2. 市场整合程度异质性。为考察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

响在不同市场整合程度的地区是否表现出差异性，本文首先借鉴陈敏等 （2008）的相

对价格法测算各地区的市场分割指数，可得到样本期内各地区市场分割指数的年度

均值，该指数的对立面便反映的是市场整合程度。其次，我们根据该指数将城市分为

高市场分割与低市场分割程度城市两种，并设置了市场分割虚拟变量 SEG，当属于高

市场分割程度城市时，SEG取值为 1，否则为 0。最后，我们将交互项NEDC×SEG加入

（13）式中进行回归，估计结果

汇报在表 11 第（2）列。从中

可知，NEDC×SEG的系数显著

为负，而 NEDC 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

策对市场分割程度较高或市

场整合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

家创业精神促进作用小于市

场分割程度较低或市场整合

程度较高的地区，说明地区的

市场整合程度越高，该试点政

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激励

作用越强，也侧面说明了中国

构建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意义。

3. 城市营商环境异质性。为考察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

响在不同城市营商环境中是否表现出差异性，本文先根据在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与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 296个城市营商环境报告》中公布的各城市营商

环境水平，将城市分为营商环境良好和营商环境较差两种类型，并构造了城市营商环

境虚拟变量CBE，当属于营商环境良好的城市时，CBE取值为1，否则为0。然后，我们

将交互项NEDC×CBE加入（13）式中进行回归，结果汇报在表 11第（3）列。从中可知，

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营商环境良好城市的创业活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营

表 11　　　　政策作用情景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NEDC

NEDC×SouthYN

NEDC×SEG

NEDC×CBE

常数项

控制变量

样本量

R2

（1）
0.0127**

（0.0055）
0.0109*

（0.0064）

-1.6267***

（0.1552）
控制

3699
0.9432

（2）
0.0292***

（0.0052）

-0.0264***

（0.0063）

-1.6365***

（0.1552）
控制

3699
0.9433

（3）
-0.0199***

（0.0071）

0.0590***

（0.0074）
-1.6509***

（0.1548）
控制

3699
0.9437



世界经济 *　2024年第4期　· 58 ·

电子商务政策与企业家创业精神

商环境较差城市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具有抑制作用，说明越是良好的城市营商环境越

有利于发挥该试点政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激励作用。

（二）行业异质性分析

我们将产业部门先分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服务业部门再细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

生活性服务业①，制造部门细分为高技术制造业②和中低技术制造业，进而考察电商

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激励作用是否在不同的行业中具有差异

效果。

表 12第（1）-（4）列分别报告了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中低技术制造业以

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分组回归结果。从中可知，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家创业

精神的激励作用在以上 4种行业部门中均存在显著影响。从服务业的两细分行业部

门看，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存在更强的激

励作用，这再次验证了作用机制检验部分多样化配套服务机制的有效性。而对制造

业部门而言，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具有激励

作用，而对高技术制造业的激励作用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相较于

中低技术制造业部门占比更小，且企业进入门槛更高。

表 12 行业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NEDC

常数项

控制变量

省份×时间趋势

样本量

R2

（1）
生产性服务业

0.322***

（0.084）
7.200***

（2.459）
控制

控制

3600
0.8154

（2）
生活性服务业

0.315**

（0.143）
7.4439*

（4.464）
控制

控制

3600
0.7869

（3）
中低技术制造业

0.483*

（0.285）
0.154

（10.182）
控制

控制

3568
0.6266

（4）
高技术制造业

0.016
（0.013）

0.037
（0.521）

控制

控制

3151
0.7707

说明：被解释变量为各行业部门每万人新建企业数量。

①　主要包括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房地产业。

②　根据《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包括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

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5个

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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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为考察国家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如何影响企业家创业精神，本文在理论

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将 2005-2018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新企业进入表征企业家创业精神，

运用多期DID模型评估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

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能显著激发企业家的创业精神，

且该政策效应具有一定持续性。为尽可能解决遗漏变量、选择性偏误等内生性问题，

我们还通过工具变量法、安慰剂检验、PSM-DID、SDID、排除同期其他相关政策干扰、

合成控制法、异质性处理效应等方法对基准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所

得结论稳健可靠。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该试点政策主要通过融资便捷机制、市场

准入扩大机制、多样化配套服务机制激发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电商示范城市的创业效应在南方地区、市场整合程度较强以及营商环境良好的城市

样本中更为显著，同时该创业效应在生产性服务业和中低技术制造业中更明显。本

文还发现，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主要依靠自身创造效应而非

邻近城市的转移效应。

本研究对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下，电子商务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基于本文结论，我们能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要不断完善城市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以电商示范城市为先锋，积极完

善线上线下协同的示范城市公共服务平台电子支付系统、物流配送网络以及云计算

中心，建立高效便捷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坚实的电子商务

平台基础。同时，要积极向企业和不同群体宣传推广与电子商务相关的各类数字技

术，加强企业和个人对电子商务的了解与应用。

第二，本文机制分析表明，提高融资便捷性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是电商试点政

策产生创业效应的重要渠道。因此，一方面，应积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银行

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例如逐步提升此类企业贷款占

比、给予贷款利率优惠；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创业担保贷款的投放，简化经办审批流

程，提高审批放贷效率。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有利于风险投资进入、退出的体制

机制与平台，从而更好地发挥电子商务政策的风险投资集聚作用和风险分担机

制；鼓励设立面向示范城市内初创企业的地方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带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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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投入。

第三，地方政府要不断推动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促进产业生态系统

各成员间的互动协作，同时积极吸引与培训大量多样化技能且高素质的人才，营造一

个有利于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多样化环境。

第四，异质性分析表明，由于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的作用

还依赖于市场的整合与营商环境的改善，因此，需要努力提升市场整合程度，构建统

一大市场，优化当地营商环境、创业环境，建立统一的市场竞争规制，营造公平有序的

市场竞争环境，为企业开展公平竞争提供均等的机会，激发企业创业活力。要深化地

区间的互联互通，促进电子商务政策向北方地区扩散和推广，避免因电子商务发展差

异导致地区间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差距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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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mmerce Policies and Entrepreneurship

Cao Xiguang; Deng Min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e-commerce affecting 

the entry of new enterprises, this paper uses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national e-commerce 

demonstration city construction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urban e-commerce policies on 

entrepreneurship by using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mmerce demonstration cities can significantly stimul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ffect of this policy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sustainability. The mechanism test 

reveal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mmerce demonstration cities mainly stimulates entrepreneurship 

among entrepreneurs and increases urba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rough convenient financing 

mechanisms, market access expansion mechanisms and diversified supporting service mechanism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 of e-commerce demonstration cities is 

generally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sample of cities in the southern region, with strong market integration 

and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t exhibits different degrees of policy influence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mmerce demonstration cities is also mainly based on the creative 

effect rather than the transfer effect of neighbouring cities to promote an increase in urba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e paper’s conclusion has clear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provides important 

practical insights for promoting government-related e-commerce policies and developing e-commerce 

that empowers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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